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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審視五○年代台灣女作家「閨秀散文」的精神內涵，則必須含括三個層面：以「家」為核心的書寫範疇、重視古典抒情傳統的修辭、以及貼近讀者的書信獨白體的運用，這些特質使她們形成女性特質甚強的散文美學，然而「閨秀散文」的書寫傳統在社會的變遷與文學形式的演變下，也慢慢轉變書寫的潮流。隨著女性意識的高漲，所論述的議題就日益複雜，考察五○年代以降書寫婚姻與家庭的散文所探討的層面不再只是相夫教子的話題，發展到八○年代之後，這類「婚姻與家庭」的書寫已將焦點移轉到女性主義，可以說從五○年代的「寧為女人」演變到八○年代的「反抗父權」，隨著社會的變遷也促使新的女性文學世代將關懷的觸角由家延伸到政治與社會的議題，五○年代以降女性散文的書寫議題可說是「由齊家到治國」的變遷歷程。因為女性散文從「私領域」橫越到「公論域」的演進，也使「閨秀散文」從五○年代「歌頌草木山川的詠物小品」，跨越到關心環保議題的自然寫作， 因之觀照五○年代台灣女性散文的變遷，可清晰地呈現出以家為核心的書寫已漸漸崩解的歷程，女性走入社會關懷政治的演變，也使台灣女性散文風貌日益多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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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Nora Helmer steps out of her family: 
the transition of the Taiwan female prose works since 1950s

Pei-hsin Hsu＊
Abstract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female prose of Taiwan in 1950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3 dimensions which outline the aesthetic prose with strong female features: writing with concerns focused on home/family, emphasis on the classical/lyrical rhetoric, and the usage of monologue in the letter writing style. However, the tradition of such female prose writing has been changing its style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s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literature formality. The topics expounded in the prose seem to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s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inism ran high, and the main emphasis of the works has even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feminism in 1980s from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1950s.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 also encouraged the new literature generations in extending their care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and thus the topics written in the Taiwan female prose works since 1950s could be depicted as a transiting process of changing concerns from the private family matters to the public policy formation, and even 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sues. This papers intends to depict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female writing styles and features, and to explain their 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by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Taiwan female prose works sinc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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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者要形成自己的創作模式，自然必須花費許多心力，寫出相當的作品才有腔調可言。在形成自我模式中，其過程，有的因襲名家，就有了公眾的文藝腔。
——鄭明娳〈台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

一、前言
雖然「五○年代的文學所開出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
，但是遷台女作家於五○年代在美文上的表現，卻似白色花朵內的一叢花蕊，不僅為當時苦悶的文學環境，飄散溫柔甜潤的清香，也悄悄將五四美文的種子遞送出來，對於台灣六○、七○、八○年代以後的女性散文起了深遠的影響。

 文藝腔調的形成與演化雖有其消長流變的內在因素，然而政治的改朝換代、社會思潮的變遷、外來文化的移植介入，都是文藝腔調升迭曲折的外在誘因，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帶來新的官方語言，台灣的文學環境轉換成了中文書寫的模式，而隨同國民黨政府遷台的移民者也兵分各路紛紛開拓文學的版圖，這些文學創作的園地都是中文書寫的文藝新生地，一時之間需要許多熟悉中文書寫的人力，這群遷台女作家便組成一支文字的生力軍，在五○年代以淺顯流暢的白話散文，書寫日常生活與懷鄉愁緒，天天刊載在大大小小的報刊雜誌，對於國民黨政府推動「國語政策」的教育，實際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女作家們擁有許多可以盡情揮灑的文藝版面，也給予她們足夠的練習機會，日漸琢磨出精緻的美文，在這段書寫的歷程，她們也將大陸的文學經驗融入其散文創作中，當她們的作品將五四新文學初期徐志摩、朱自清、冰心的美文腔調漸漸植入台灣這塊文藝新天地，並且持續創作不輟，也使她們成為銜接五四新文學美文傳統的橋樑，讓台灣文壇在五○年代之後仍有一脈承襲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的美文腔調持續傳唱著，對於一九六○年以前出生的女性文學世代也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所及，這一脈流風餘緒持續蔓延到九○年代以後這股美文傳統才逐步式微。之所以造成這股影響力，是因為這批遷台女作家的閨秀特質極強，溫柔綺麗的書寫內容，符合少女讀者的文學品味與取向，再加上這些女作家的作品進入教育體制成為中、小學必讀的教科書，也使當時少女讀者在求學階段更容易受到她們作品的洗禮，久而久之自然熟悉了這批遷台女作家的文藝腔調，進而也學習複製她們文藝腔調，再慢慢融會貫通成自己的文學風格。反觀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的文學經驗，也是來自於「前行代」的女作家冰心、廬隱、凌叔華等人，而張秀亞、林海音等人更承認其於豆蔻少女時期，皆曾深深著迷於這些五四前輩女作家的作品，進而仿擬她們的文藝腔調，所以文藝腔調方能在新舊世代間流傳演化。鄭明娳曾論及台灣散文長期以來一直以感性的美文為大宗，正是因為這種文藝腔調因襲的風氣，她說：

所謂「文藝腔」是指常用的、因襲的寫作方式，有的是作家在自我形成的體系中慢慢塑成一己的固定模式，有的則在文壇間長期流行，成為一股眾人因襲的風氣。文藝之有腔調，是有別於口語與語言的腔調，也有別於紀錄文字的腔調。散文被視為美文後，就存在著它特有的文藝氣質與裝飾調門。五四以後，明顯形成眾人共同文藝腔調的，例如以冰心為首的抒情散文、以魯迅為首的諷刺雜文、以林語堂為首的閒適小品、以周作人為首的學者散文……等等，都不斷有人追風步趨，其中影響最廣遠者應屬冰心體散文。……冰心體的特質有哪些呢？綜觀「古今」，其要如下：1.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片段，例如：花、草、山、海、風、雨、露、日、月、星、辰、悲、喜、夢幻等等，皆是最佳題材。2.讚美親情母愛、兒童、大自然、尊敬生命、禮讚生命、熱愛民族國家。3.文字淺白清麗、態度親切誠懇、情感溫柔真切、情緒則是略具憂鬱。近幾十年來，承此流亞，具有以上大部分特色的散文，成為既有名又暢銷的作家實在不少，像張秀亞、張漱菡、琦君、胡品清、白辛、林文義、林清玄等等。

鄭明娳是以「冰心體」來含括台灣文壇幾十年來的抒情美文風尚，然而造成「冰心體」流傳於台灣文壇的主因，正是因為有張秀亞、艾雯、琦君……等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扮演傳承的角色，所以方能將冰心的美文風「再製」而重新搬上新舞台，以張秀亞而言，她沿襲冰心的創作題材「花、草、山、海、風、雨、露、日、月、星、辰、悲、喜、夢幻」等謳歌大自然、愛與生命的主題內涵；琦君則將冰心禮讚的母愛主題發揚光大，並延續冰心關心兒童繼續與「小讀者」通訊的傳統，且以孩童的口吻來書寫「兒時記趣」著墨純潔的「童心」；艾雯則採擷冰心清麗典雅的文字，再次鎔鑄成自己的語言。正因為張秀亞、艾雯、琦君……等女作家持續不斷的創作，抒情的美文傳統才移植到台灣的文壇，形成一種文藝腔調。然而鄭明娳所謂「冰心體」的美文風尚，其實仍應包含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凌叔華、廬隱……等五四文學研究會與新月社的美文宗匠，才能釐清台灣在五○年代所受到五四美文傳統的諸多脈絡。

 在五○年代的文學環境中，雖然多數以中文創作的作家都是來台灣後才正式展開其創作生涯，然而文學的經驗常是延續的，縱使生活的空間變成睽隔兩岸的分裂局面，而且官方箝制思想的「禁書制度」，也製造了文學傳承的緊張關係，然而先前求學的文學記憶，卻仍是五○年代的遷台作家們可資利用再生的「文學資產」，不獨「冰心體」悄悄在台灣文壇蔓延，林語堂「語絲社」小品文的「閒適風」，在林海音的五○年代議論小品中也可以看到類似林語堂閒適幽默的敘事腔調，而魯迅的諷刺筆調與周作人的學者散文，或多或少也顯現在五○年代男性作家的雜文創作與「方塊文章」中，如鳳兮的《雞鳴集》、茹因的《第一筆》、何凡的《玻璃墊上》、劉心皇的《人間隨筆》、柏楊的《玉雕集》……等。

 可以說在五○年代台灣文壇，遷台女性的美文與男性的雜文都無法脫離他們的「大陸經驗」，正因為如此，他們皆為台灣自五○年代以後使用中文書寫的白話文學歷史提供了一座銜接五四文學經驗的橋樑，只是這座橋樑所輸運的是符合國民黨官方文藝政策的創作經驗，而所承傳的也僅是五四時期較不具政治色彩的作家與作品，包括文學研究社、新月社、語絲社的創作經驗，因而可說只是選擇性的承傳而已。然而五○年代文壇的遷台作家「承先啟後」的角色是有目共睹的，如彭小妍曾評論林海音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其言：

林海音自己說她是屬於五四的一代，受到五四運動極深的影響，我卻認為他是一個銜接世代的過渡時期作家。在北平的懷舊和台灣經驗之間，在五四的熱情和八、九○年代的扮酷之間，在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的「主流」和台灣鄉土文學的孕育之間，在傳統女性的柔順形象和現代女性的叛逆之間，她在在扮演著橋樑的角色。作家林海音讓我們清楚地看見台灣五十年來的轉型歷程。

彭小妍以「一座文學的橋」來肯定林海音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與林海音同輩、活躍於五○年代文壇的遷台女作家群，其實也都可說是銜接世代的過渡時期作家，雖然她們的作品多數已由坊間暢銷書市隱退於二手書店，在圖書館也因為書頁陳舊斑剝變成少人問津的老弱殘兵，部份被「報廢處理」，部份則待「整裝」重新出發，然而她們對台灣文學史卻有著揭開嶄新一頁的意義——以中文書寫的白話美文於焉勃興。
二、一座文學的橋--五○年代台灣女性散文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為了讓台灣確實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便積極在台推動國語政策，而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為了維繫國民黨代表正統中國的地位，國民黨更以新的文化霸權掌控國家機器中任何一個可以發聲的有利位置，並且實施站在國民黨觀點的中國歷史教育，以新的文化霸權治理台灣這塊他們眼中的「復興基地」，當新的語言政策與國族歷史觀迅速蔓延至報刊雜誌等媒體、充斥在三令五申的政策宣導中，並深化到教育體制內的教材與校園文化時，五○年代初期的台灣已重新植入一套中國的文化與歷史，成為國民黨「神州故土」的縮影。

原來的島內居民面對新的政權，必須揮別熟悉的舊有語言，趕緊學習新的語言，接受新的統治者所灌輸的國家歷史觀，以適應新的統治者，這一場政權的移轉，也改變了台灣的文學史。自五○年代起，以中國語文所書寫的文學就成為往後的正宗文學，而大部分的台籍知識份子原來在日治時期是以日語來創作，對於新的語言還不熟悉，無法應用在文學創作上，因而在戰後失去了寫作能力，使得反共政策的文壇將台灣作家排斥於寫作的版圖之外，在這個文學斷裂的階段，被邊緣化的台籍作家，在五○年代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學習中文的書寫，而他們學習中文的主要管道正是國民黨為了推行國語政策所出版的報紙、雜誌及書刊。

其實，「國語政策」的實施最早可以溯源到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派員接收台灣時，因為國民黨政府要讓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陰影，因此企圖以設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讓「語言復員」，當時曾在北平先甄選四十多位（原預定兩百位）國語推行委員，但願意來台工作的卻只有三十多位，其中魏建功先生是「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委，何容先生是副主委
，而何容的兒子何欣則來台主編《新生報》的「文藝」副刊（後又接掌《公論報》的「文藝」週刊），何容在來台前曾在北平長期從事「國語運動」，魏建功與何容是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之間來台。臺靜農先生在〈何子祥這個人〉一文中提到這一段過往：「回憶三十年前，我同魏建功兄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書，原子彈放後，日本投降，我們一起到了重慶。建功與子祥見面後，聽說台灣光復了，官方正在訓練去台灣接收的人員，但不知對於台灣的語言怎樣籌畫，建功同政府內定負台灣教育責任的人接上頭，原來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有這樣的問題，而建功子祥也就受命負起主持台灣國語推行的責任了。」
於是魏建功與何容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籌畫「國語運動」，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創設了隸屬於長官公署教育處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當時推行的「國語運動」，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去除日本話，抽離台灣話中的日本語元素，也就是將原有的語言「去殖民化」，然後再鼓勵人民「用台灣話學國語」，並「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而當時的文藝活動，只限於國語文的推行與國語教育的加強，主委魏建功還進一步地指明學習國語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訓練，而是關連到「文化和思路的光復問題」（後來又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扮演文化光復的角色），魏建功所思索到的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正是與中國文化銜接的問題，而這個原點就是要繼承「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同時產生的，由錢玄同、劉半農等所推動的『國語運動』的精神」
，因此「語言教育方針」除了教會島內的居民正確地使用國語之外，也包括文化層面的影響與教育。

在臺靜農的回憶中，何容從中年到老年都奉獻給國語運動了，他不僅創辦「國語日報社」，也主持「中華兒童叢書」。何容在一九四八年與洪炎秋一起籌辦《國語日報》（《國語日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創刊），林海音在〈何容／從頭談起〉一文中提及何容為「國語運動」所做的努力，她說：「自光復後推行國語也有三十八年的歷史，何容先生是功臣之一……看吧，市面上所有的《國語字典》、《辭典》，以及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中華兒童叢書、《國語日報》……所編纂的各種出版物，無分大小，也不論官方或民間，多半是他『總校訂』的。」
其實林海音與夏承楹（何凡）倆夫婦在一九四八年來台後，何凡一撂下行李就即刻去找北京的老友洪炎秋，當時洪炎秋與何容已經在籌備「國語日報社」，所以何凡受洪炎秋邀請就加入了他們的陣營，過了一年林海音也加入「國語日報社」，他們並肩作戰將「國語」向下紮根，林海音、林良同時也加入國小國語課本的編寫行列
，而林海音也積極參與「中華兒童叢書」系列官方兒童讀物的創作與編輯。

實際上，國小國語課本與中華兒童叢書對一九四九年以後進入小學讀書的世代皆有深遠的影響，當時參與兒童叢書寫作行列的作者，除了林海音、林良
之外，鍾梅音、琦君、劉枋、張秀亞、徐鍾珮、沈櫻、潘人木等五○年代的女作家也加入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指導、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的兒童文學創作陣營，所以在中華兒童叢書中收錄許多遷台女作家當時的散文作品及短篇故事，這些作品文字淺白易懂，且標上注音符號，利於國小學童學習「ㄅㄆㄇㄈ」，作品如林海音的《蔡家老屋》、《請到我家鄉來》；琦君的《賣牛記》、《老鞋匠與狗》，畢璞的《一個真的娃娃》、《難忘的假期》；孟瑤的《忘恩負義的狼》、《三國鼎立》、《大宋帝國》，沈櫻的《花的情趣》；嚴友梅的《小神象》、《布偶搬家》、《汪小小的鏡子》、《玩具的假期》、《玩具船》；鍾梅音的《到巴黎去玩兒》、《不知名的鳥兒》、《燈》、《泰國見聞》、《我從白象王國來》（與女兒余令恬合著）等作品；以及劉枋為國小高年級編的散文《花環集》，裡面收錄琦君的〈我家的楠兒〉、林海音的〈爸爸的花椒糖〉、徐鍾珮的〈德京殘影〉、鍾梅音的〈今日西柏林〉、張秀亞的〈鴨的悲劇〉、沈櫻的〈一夜鄉心五處同〉、潘人木的〈老冠軍〉等作品，從這些作品部份也進入國小國語課本成為教材，可知當時遷台女作家大都投身於「國語推行」向下紮根的行列，因為她們的散文淺白流暢，正適合訓練孩童的作文能力，因此在書末的問答題常是提示小學生如何學習她們的造句模式，與作文方法，很明顯的正是要將白話文運動以來的中文書寫方式移植給台灣的下一代。

因此，林海音、鍾梅音、琦君、劉枋、張秀亞、徐鍾珮、艾雯、孟瑤等遷台女作家的作品能進入教育體制（包括小學課本與中學課本），對下一世代的文學教育發生影響，正是因為她們能配合官方的「國語政策」，提供淺顯易學的國語文學教材，而接受國民黨教育制度的文學世代，如四○年代出生的劉靜娟、丘秀芷、張曉風、荊棘、杏林子、曹又方、三毛、席慕容、謝霜天、蔣芸、季季、愛亞、喻麗清、方瑜、施叔青、洪素麗、夏祖麗、呂大明、宋晶宜、馬以工、廖輝英、李黎、韓韓、琴涵、心岱、樸月；到五○年代出生的廖玉蕙、胡台麗、林少雯、袁瓊瓊、宋雅姿、凌拂、李昂、龍應台、平路、沈花末、陳幸蕙、曾麗華、蘇偉貞、蔣曉雲、周芬伶、戴文采、張讓、黃寶蓮、朱天文、朱天心、柯翠芬、黃明堅；以及直到六○年代出生的張曼娟、簡媜、蔡珠兒、張小虹、鍾文音、師瓊瑜、李性蓁、成英姝、彭樹君、劉叔慧、鄭栗兒等女作家，皆或深或淺在國民黨教育體制內學習這批前輩女作家所創作的文學教材，吸納過她們提供的文學養分。誠然教育體制只是文學體制的一環（文學體制包括教育體制、媒體、出版等等），然而影響力也不容小覷，畢竟教育體制是一條直接灌輸文學知識的管道，再加上她們的作品在官方媒體中大行其道，而且她們作品的出版管道更是十分暢通的，自然五、六○年代的各項文化管道皆滲進了這批遷台女作家的聲音，也就容易形成影響一時的主流美學。所以「國語政策」所開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教育與傳播的動作，就是五○年代為後世所種下的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
的因子，它帶來的效應不僅是「國語文學」的時代已然展開，而且也使得當時遷台女作家的白話散文的閨秀風格成為一支主導往後女性散文發展的主流美學型態。

若為這批遷台女作家的散文成果界定她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與貢獻，正是要還原到五○年代特殊的政治環境與文學生態，追蹤她們曾留下來的足跡，才能審思當時文學生產場域形成背後的複雜因子。

雖然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在散文上的表現，以今日的眼光審度，在創作的主題內涵上偏於保守而不如今日的開闊多元，在文字藝術的錘鍊上偏於樸實古典而不似今日重語法實驗翻陳出新，然而她們所揭示的意義正是為往後台灣文壇的後輩作家以中文書寫白話散文奠定基礎，她們的作品是「語言訓練」的教材，讓流暢的中文書寫成功地移植到往後想在文學版圖上創作的文壇新秀上。

然而她們的影響並不只是展示純熟的中文書寫技巧，遷台之初她們群策群力不斷書寫的「鄉愁文學」，也將大陸上的各省風光、家鄉風俗的美好印象深植於台灣讀者的心中，給予讀者「想像中國」的空間，尤其由已經在台灣生長的外省第二代作家也以「民族主義」的角度書寫對於故國神州的遙念與懷想，就可以明白懷鄉散文已滲入到下一世代的文學思維，凝聚出這群作家們的「中國認同」，讓讀者對於中國充滿憧憬。

以張曉風（1941）而言，她在四歲時隨父母來台，可以說求學的階段都是在台灣度過的，對於故鄉浙江金華的印象並不清晰，她在〈步下紅毯之後〉曾表白她對故鄉的想像是從文學的世界所得到的靈感，其言：

忽然，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詩裏的，詞裏的，魂夢裏的，母親的鄉音裡的南京，依稀記得那些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雞鳴寺、夫子廟、秦淮河……。不要碰故國之思，它太強，不要讓三江五嶽來撞擊你，不要念赤縣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

足見鄉愁的血液又注入到下一個文學世代，張曉風的〈黑紗〉（哀悼蔣介石的文章）、〈愁鄉石〉、〈扛負一句叮嚀的人〉、〈中庭蘭桂〉、〈十月的陽光〉、〈再生緣〉、〈就讓她們不知道吧〉等篇章均在傾訴她的中國鄉愁。張頌聖曾論及「張曉風便很能代表在主導文化羽翼下成長的作家如何將大陸地理、風物、中國古典傳統加以主觀美學化，經由對『國族想像』的感性化而衍生出一種絕對價值，與主導文化中的新傳統主義肯定『文人傳統』中的保守價值彼此契合。」

以朱天文（1956）、朱天心（1958）
而言，她們已是外省第二代作家，可以說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中國的想像也是浪漫而天真的，朱天文的《淡江記》與朱天心的《擊壤歌》，皆流露出對於蔣介石、孫中山的景仰，以及「光復神州」的渴望，朱天心在《擊壤歌》中仍重申「打倒共產黨政權，重建一個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真正享受到的富強國家」，可見的滿腔的熱血仍沸騰在朱天文、朱天心早期的文字，亦可知在五○年代「鄉愁文學」與「反共文學」所交織的雙重奏，仍有後輩為其鼓掌歡騰。

除了遷台女作家五○年代的「懷鄉散文」帶來「想像中國」的效應之外，遷台女作家的閨秀散文傳統也在世代交替中延續下來，凡是女性特質強的後輩女作家，均仍沿襲著古典抒情的傳統與筆調，如：雪韻、王令嫻、薇薇夫人、趙雲、趙淑俠、嶺月、趙淑敏、梁丹丰、張菱舲、康芸薇、簡宛、林文月、劉靜娟、丘秀芷、荊棘、杏林子、曹又方、席慕容、謝霜天、蔣芸、喻麗清、方瑜、洪素麗、夏祖麗、呂大明、宋晶宜、廖輝英、琴涵、心岱、樸月等女作家，都以溫柔的閨秀腔敘事抒情。正如彭小妍論及林海音等女作家所帶來的效應是五○年代之後「以談『身邊瑣事』為主、專供『美文賞析』的溫馨小品於焉勃興，至今歷久而不衰。」

當然由「溫馨小品」的綿延，也可以觀察出在五○年代文壇遷台女作家的另一層意義是鼓勵女性踏入文壇創作，從六○、七○、八○年代女作家從事散文創作的「文學人口」迅速成長，更可以看出這批遷台女作家大舉攻佔文學版圖的成績，也鼓舞了後輩女作家創作的士氣。
三、五○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散文書寫主題的變遷
五○年代台灣女性散文的最大特徵正是以「家」為其創作的核心，不論是大陸的家鄉舊邸，或是台灣的新居門庭，皆是她們說不厭、寫不倦的題材，環繞著家的範疇來構思已是她們書寫的共通現象，不光是遷台初期寫家鄉風土人情的種種美好，也寫夢回故園宅第的一磚一瓦，憶及雙親的慈顏，也寫來台以後構築新居的歷程，連數度喬遷的過程也在作品中斑斑可考，對於家庭內伉儷相處的哲學、子女教養的議題也竭力獻策，而門庭扶疏的花木、啁啾的鳥鵲更是她們謳歌的範圍。

因此她們的作品常被批評為視野狹隘，囿限在家庭的框架中。分析她們的集體創作之所以演變成如此的局面，其理由有三：一是大時代的戰亂使她們歷經家園破碎的殘酷，因此「家」是她們集體的渴望，「家」對這些飽受戰爭摧殘的世代也有著崇高的價值，使她們在往後的人生更重視家庭的價值，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便是禮讚母愛，以及對於傳統家庭倫理價值觀的維護；二是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初期的政治統御基本上是透過建構一種保守的、遵從傳統道德的教化性「主導文化」來達成「安邦定國」的目的，因此「婦女與家庭」的版面充斥各報章，婦女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來，蔣宋美齡所領導的「婦工會」、「婦聯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也代表著一群「母儀天下」的勢力，因此女性的家庭書寫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中著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三是五○年代文壇遷台女作家的大學教育在戰禍中時斷時續地完成，抵台後也迅速扛起文學傳播的使命，因此相較於冰心、凌叔華、廬隱那一世代的女作家學貫中西的文化背景，或相較於六、七○年代由台灣飄洋留學或旅居國外的女作家群
，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群的文化背景是相對較保守的，創作的視野較受侷限，再加上官方文藝政策的介入，使她們只好流連在安全的書寫議題中重複發揮，而且同儕之間在家世與來台生活的背景同質性頗高，彼此之間的作品又互相薰染因襲，因此造就了她們大量書寫相同的體裁。但有趣的是這群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直到六○、七○、八○年代的創作風格與題材仍是一貫的，改變不大，傾向停留在五○年代創作的格局，所以也讓她們的文學風格定型。

相較於後輩女作家在散文上的各項開拓與實驗，活躍於五○年代文壇的遷台女作家的文學創作特徵，除了題材環繞在家的範疇，流露出家的溫暖氛圍之外，喜歡運用書信體、日記體與獨白體的方式向讀者裸裎內心世界，也是艾雯、張秀亞、張雪茵、蕭傳文等那一輩女作家創作的習慣，她們的作品十分貼近讀者，充分發揮「家常愛寫」（Eassy）娓娓道來訴盡衷曲的特質，如張秀亞自剖婚變的心路歷程，使讀者堂而皇之地探隱發微，與後來簡媜在《私房書》裡將原先直書心事的日記重新打散成原貌模糊的隨感札記，企圖抽離「我」的元素，使讀者難窺堂奧，無法一睹作者的私情領域，而這種與讀者保持「安全距離」的書寫策略，已多成為後來散文作者「心照不宣」的變化；因此，在五○年代，遷台女作家將「散文」與「絮語」等同，如促膝談心，將讀者視如親舊的真誠氣質，亦是其獨特之處。

在修辭的策略上，這批遷台女作家的散文涵泳在古典文學的情調中，常鑲嵌詩詞於鍛句謀篇中，詞藻婉媚，女性特質極濃，如艾雯在《倚風樓書簡》一書中對於篇名的設計多有五七言詩詞的句法，而內文也常見鑲嵌詩詞；張秀亞的《北窗下》創作的體例也是崇尚古典，引用不少唐詩宋詞輝映所歌詠的天光雲影；而琦君的書名與篇名亦喜用詞句詩句，如《三更有夢書當枕》、《燈景舊情懷》、《細雨燈花落》，增益雋永的情味。雖然後來學院出身的閨秀作家（即中文系所出身的女作家）在創作初期仍難免擺脫不掉古典文學的框架，承襲了五○年代這群遷台女作家的古典修辭的筆法，不過這一套典麗修辭的傳統在六○年代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歷經余光中等人的批判後
，也面臨衝擊。

審視五○年代台灣女作家「閨秀散文」的精神內涵，則必須含括前所述及的三個層面：以「家」為核心的書寫範疇、重視古典抒情傳統的修辭、以及貼近讀者的書信獨白體的運用，這些特質使她們形成女性特質甚強的散文美學。由於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重要戰將如張秀亞、鍾梅音、艾雯、琦君的寫作時間一直跨度到八○年代（徐鍾珮的散文作品主要則集中在五○至六○年代），因此「閨秀散文」的旗幟仍是鮮明的標示、引領著後起之秀，尤其是在其習步階段的作品，如將張秀亞文字奉為圭臬的文壇後浪就不少，包括胡品清、喻麗清、呂大明、樸月、張菱舲、丘秀芷、劉靜娟、歐陽子等人都曾為文提及張秀亞對她們日後寫作的影響。以喻麗清來說，在〈想念代母〉一文她直截了當地說張秀亞的《北窗下》就是帶領她走上寫作之路的第一本書；而觀察喻麗清早期的作品《千山之外》（1967）、《青色花》（1972）所追求的空靈淡雅，其實十分神似張秀亞文字的神髓；丘秀芷與劉靜娟也提及中學時期就熟讀張秀亞的散文《三色堇》，對她們往後的創作也起了深遠的影響；另外胡品清亦是張秀亞美文的傳人，她採擷了張秀亞散文中濃厚的自傳色彩（張秀亞與胡品清常變換不同的名字書寫自己的親身經歷），又承襲張秀亞夢幻唯美的散文意境；還有呂大明的文壇起步也與張秀亞的淵源頗深（呂大明曾在耕莘文教院的寫作班受教於張秀亞），呂大明的第一本散文集《這一代的弦音》（1967）與張秀亞的《北窗下》非常近似，承襲了張秀亞仙靈夢幻的風格。足見張秀亞美文典範仍在下一個文學世代餘波蕩漾。不過，「閨秀散文」餘音雖仍繞樑，然而隨著政治社會的變化以及西方文藝思潮的引介，「閨秀散文」的變奏卻已悄然吹起。

觀察散文書寫場域的世代交替，一九三○年以後出生的文學世代，如張漱菡（1930）、雪韻（1930）、於梨華（1931）、趙淑俠（1931）、王令嫻（1932）、薇薇夫人（1932）、趙雲（1933）、林文月（1933）、嶺月（1934）、趙淑敏（1935）、梁丹丰（1935）、張菱舲（1936）、歐陽子（1939）、朵思（1939）、叢甦（1939），她們的散文大體上仍沿襲著「閨秀散文」的書寫傳統，除了張漱菡早在五○年代已初試啼聲之外，其餘大部分皆到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初期方始嶄露頭角，如趙雲的《沉下去的月亮》（1966）、雪韻的《雪韻散文》（1967）、王令嫻的《九點多鐘的晚上》（1969）、張菱舲的《聽聽那寂靜》（1970）、薇薇夫人的《短言集》（1970）、林文月的《京都一年》（1971）、簡宛的《葉歸何處》（1971）、趙淑敏的《屬於我的音符》（1973）、梁丹丰的《畫跡屐痕》（1975）、於梨華的《愛情像水一樣》（1976）、趙淑俠的《紫楓園隨筆》（1977）、歐陽子的《移植的櫻花》（1978）、嶺月的《且聽我說》（1979）。在她們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們對於隨筆的偏好，而且擅長書寫自己的天地、愛與美，因而產生許多晶瑩可愛的小品。至於五○年代女作家慣常書寫的家庭散文，也後繼有人，如薇薇夫人針對家庭與婦女議題撰寫專欄，出版了《短言集》（1970）、《生活裡的詩情畫意》（1973）、《男人背後的女人》（1975）、《情感與人生》（1975）、《一個女人的成長》（1985）、《一個女人的成熟》（1993）；而嶺月則將書寫的焦點放在親子的議題，有《和年輕媽媽聊天兒》（1982）、《做個內行的媽媽》（1986）、《跟主婦朋友談天》（1987）、《快樂的家庭》（1988）、《跟小學生的媽媽談天》（1989）；雖然嶺月的作品仍承繼五○年代鍾梅音、林海音等母職經驗分享的書寫主題，然而薇薇夫人的作品已開始延伸到女性成長的議題。

考察家庭散文的書寫跨度到七○年代，所論述的議題就日益複雜，如呂正惠論及五、六○年代至七○年代「主婦文學」的變遷：

較早期的女作家（以散文家居多）大都把她們的題材偏限於家庭的範圍內，可說是「主婦文學」。我們也許可以批評說，她們的生活比較狹隘，她們的眼光比較有限。但反過來看，這也正證明了：在五、六○年代的台灣社會，女性的角色基本上還是被限制在傳統的家庭內。因此，才會先天上就把女作家逼迫到一個角落中，我們倒不好對「主婦文學」加以苛評。

但是，到了七○年代，情形就不一樣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許許多多的女性同時兼具有上班族和家庭主婦兩種身份。隨著現代社會的日趨複雜化，女性所面對的問題也相對的增加起來，譬如，上班的女性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單身的女性如何面對擇偶或獨自生活的問題，以及外遇、未婚媽媽、色情行業等等。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大的說，現代的台灣社會已經累積了不少「女性的社會問題」。對於一個現代的女作家來講，如果她確實具有作家的敏感性，能夠感受到許多個別女性的具體生活問題，尤其她如果對於許多同性者的遭遇感到不平，而具有多多少少的「女性意識」；那麼，她就不可能不把許許多多的女性問題反映到她的作品中，而成為一個多少有些「社會意識」的作家，因此也就具有某種「進步性」。

雖然「女性意識的覺醒，在戰後文學史上是非常遲晚的。至少在六○年代，女性作家還未自覺地觸及到女性主義的議題。」
然而七○年代以後女性走出廚房，進入職場的新處境，使書寫婚姻與家庭的散文所探討的層面不再只是相夫教子的話題，而多了女性如何自我成長、如何因應易生變的兩性關係、以及失婚與不婚的種種現象，因此這類「婚姻與家庭」的書寫潮流雖然延續了命脈，卻慢慢舊瓶換了新酒，發展到八○年代之後，已將焦點移轉到女性主義，可以說從五○年代的「寧為女人」演變到八○、九○年代的「反抗父權」，如廖輝英的《製作多情》（1986）、《兩性拔河》（1989）、《兩性迷思》（1989）、《女性出頭一片天》（1990）；曹又方的《下個男人會更好》（1991）、《做一個有智慧的女人》（1992）；陳幸蕙的《現代女性的四個大夢》（1992）；黃明堅的《女人也想出人頭地》（1993）；周芬伶的《女阿甘正傳》（1996）；簡媜的《女兒紅》（1996）；以及平路的《愛情女人》（1998）、《女人權力》（1998）等。這一場文字的寧靜革命，也是「閨秀散文」的變奏曲之一。

「閨秀散文」的變奏曲之二是「由齊家到治國」。社會的變遷使新的女性文學世代將關懷的觸角由家延伸到政治與社會的議題，這類議題本來在五○年代是敏感禁忌的，且這類議題也多是男性喜歡書寫的，然而隨著女性在社會上逐漸撐起一片天，使女性作家試圖挑戰這塊陣地，再加上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政治的鬆綁亦使探討社會、政治現象的散文可暢所欲言，如龍應台、平路、朱天心、李昂、張惠菁等均擅此道。尤其龍應台一九八五年三月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開闢的「野火集」專欄發表了一系列批評時政的文章（後結集為《野火集》（1986）、《野火集外集》（1987）），在當時這把挑戰威權的火也點燃了女性議政的熱情，而這正是五○年代「閨秀散文」所難以開發的書寫領域。

女性散文從「私領域」橫越到「公論域」的演進，使「閨秀散文」的感性旋律被顛覆了，增添了理性與知性，因之「閨秀散文」的變奏曲之三是「從歌頌草木山川的詠物小品到關心環保議題的自然寫作」
。五○年代的女作家喜歡在散文中經營「天地的大美」，可是七○年代在鄉土文學、報導文學的交互激盪下，帶動起關心生態保育的熱潮，女性素有「地母」的特質，自然容易讓女作家從此以後陸續投身於「自然寫作」的行列，如馬以工的《尋找老台灣》（1978）、《大家來保護紅樹林》（1981）；韓韓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韓韓與馬以工兩人合著，1983）、《在我們的土地上》（1985）、《我們只有一條長江》（1993）；心岱的《大地反撲》（1983）、《回首大地》（1989）、《夢土成淨土》（由溫馨小品的路線改走報導文學的路線，1990）；洪素麗的《守望的魚》（1986）；林少雯的《綠滿人間》（1988）、《森林之歌》（1990）、《綠的饗宴》（1991）、《大地之愛》（1992）、《親山親水親大地》（1997）；還有凌拂的《食野之苹：台灣野菜圖譜》（1995）、《台灣的森林》（1998）等。

其實，隨著作家的自覺、社會的變遷、散文創作求新求變的競爭，自然使原本題材較狹隘的「閨秀散文」逐步邁向多元化的主題，不論是女性散文、政論散文、環保散文等皆是創作題材另闢蹊徑的變革。然而散文不單是內容分化得愈精細愈多樣，在語法上，也不斷地實驗文字可能的彈性，余光中在六○年代時曾以〈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呼籲散文創作者不要墨守成規，應讓散文的語法接受現代化的洗禮，他說：「大多數的文藝形式和精神都在接受現代化的洗禮，作脫胎換骨的蛻變之際，散文，創造的散文（俗稱「抒情的散文」）似乎仍是相當保守的一個小妹妹，迄今還不肯剪掉她那根小辮子。」
余光中所指陳的「散文辮子」正是五○年代承襲五四傳統的散文，余光中將之區分為學者型散文、花花公子散文、浣衣婦散文，其中花花公子的散文正是五○年代這批遷台女作家所慣常書寫的抒情散文，余光中以為這些文章受泰戈爾的影響太深，漂浮在真善美的夢境中，已呈現出千篇一律、了無新意的疲態，極需改革，因此他主張散文應該吸收西方現代詩的語法，挑戰中文的語法，讓中文更富有彈性與密度，其言：

所謂『彈性』，是指這種散文對於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容並包融和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文體和語氣愈變化多姿，散文的彈性當然愈大；彈性愈大，則發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於迅趨僵化。現代散文當然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但是，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潑些，新穎些；只要不是國學者迂腐的語錄體，它也不妨容納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簡單些，渾成些。有時候，在美學的範圍內，選用一些音調悅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語，反襯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顯得生動而突出。

這番希望新世代作家從傳統散文中破繭而出的宣言，多少喚起散文作者改革的意識。隨著六○年代現代主義的引進對現代小說、現代詩所產生的衝擊效應，也連帶波及散文的領域面臨變化，如張菱舲後來的散文揉合現代詩的超現實感，對於文字的彈性淋漓盡致的發揮；歐陽子也曾提及若無夏濟安的影響，引進現代主義，她也不可能揚棄早年心儀的冰心、張秀亞一脈的美文；另外張曉風早年的《地毯的那一端》（1966）、《給你‧瑩瑩》（1968）仍有濃厚的「閨秀氣」，然而張曉風七○年代以後的作品試圖在語言文字的節奏、韻律上更新，也使她創作的格局擴大。因此西方文學橫的移植，造成許多早期服膺「閨秀散文」傳統的女作家求新思變，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張愛玲散文《流言》在六○年代在台灣登陸的影響，亦使往後的散文植入「張腔」的種子，陳芳明曾在論及張愛玲對女性散文的影響時，寫道：

女性作者在六○、七○年代接觸現代主義的過程中，有一令人驚異的共同現象，便是張愛玲的幽靈處處可見。長久以來，台灣小說傳承中有「張腔」之說。依照王德威的說法，張腔的系譜包括白先勇、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丁亞民、蔣曉雲、蘇偉貞、袁瓊瓊、林裕翼等……在小說中的張腔並非獨有的現象，在女性散文中，張愛玲流域之廣，超出想像之外。她的散文《流言》對台灣女性散文的影響並不亞於她的短篇小說集《傳奇》。

散文領域的「張腔系譜」則包括李藍、李黎、袁瓊瓊、朱天心、戴文采、柯裕棻、周芬伶、張讓等，還有凌拂、洪素麗兩人早期的散文也有張愛玲的影子。就李藍而言，李藍的散文帶有荒涼頹廢的美感，她的散文集《在中國的夜》（1972）題目的靈感即來自張愛玲的散文〈中國的日夜〉，而強調感官經驗且略帶傷感的文字也神似張愛玲的筆法；而洪素麗的《十年散記》（1981）、《浮草》（1983）也承襲張愛玲散文的特長，用心經營文字的感官意象；此外，李黎、戴文采、周芬伶也都曾為文書寫她們崇拜的張愛玲。張愛玲的散文之所以迷人，正是因為文章機警諷刺、句法長短恣意、迭宕生姿，又充滿感官意象，對於顏色、聲音、氣味的捕捉，也狡黠靈動，再加上特有的蒼涼美感，使張愛玲迥異於張秀亞、艾雯、琦君以降的閨秀散文美學，自然迅速蔓延另成一股傳承的勢力，形成「閨秀散文」的另一章變奏曲。

雖然五○年代溫柔婉約的「閨秀散文」曾是引領風騷的文學勢力，然而文藝腔調自有其消長盛衰的生命週期，加上世代交替的新陳代謝，自然使任何文學的典律有承繼的餘音，也有企圖出走的變奏。正因為如此，「易寫難工」的散文才在許多創作人口的努力下呈現豐富的面貌，相較於西方文學而言，散文一向是中國文學中創作者繁多的文體，自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也面臨許多階段的演變，尤其在台灣的文壇，女性創作者比例日漸高於男性創作者，也使散文呈現不同的景況，爬梳整理台灣文壇成果已然豐碩的演進歷程，亦是台灣文學研究亟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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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中說：「五○年代的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治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頁88，高雄，春暉出版社，1993年9月5日再版。


� 引自鄭明娳《現代散文現象論》之〈台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頁44至45，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


� 引自彭小妍〈巧婦童心——承先啟後的林海音〉，收錄於李瑞騰、夏祖麗主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頁117，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年12月初版。


� 參見曾健民〈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收錄於曾健民主編《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頁189至196，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 引自臺靜農《龍坡雜文》之〈何子祥這個人〉，頁77至78，台北，洪範書店，1988年7月初版。


� 參見曾健民〈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收錄於曾健民主編《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頁193，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 引自林海音《剪影話文壇》之〈何容╱從頭談起〉，頁42至45，台北，遊目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5月初版。


� 林海音曾說：「十年來我追隨何容先生編寫小學國語課本，每次在國立編譯館開會，我都被他和林良的兩根菸左右夾攻，十足薰陶」；參見《剪影話文壇》之〈何容╱從頭談起〉，台北，遊目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5月初版。


� 林良曾為中華兒童叢書創作了《汪小小學畫》、《兩朵白雲》、《大白鵝高高》、《小木船上岸》、《小時候》等作品。


�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三元分析架構將文化生態分為主導文化、另類文化和反對文化（domimant culture, alternative culture, and oppositional）；參見自雷蒙‧威廉斯〈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收錄於王志弘編譯《性別、身體與文化譯文選》，頁193至196，台北，譯者自印，1995年9月編印。


� 引自張曉風《步下紅毯之後》，頁57，台北，九歌出版社，1979年7月10日初版。


� 引自張頌聖《文學場域的變遷》之〈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頁129，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


� 朱天心、朱天文年少時曾結合謝材俊、丁亞民、馬叔禮、仙枝等組成「三三」集團，這個文人集團一度受教於胡蘭成，受到胡蘭成的影響，也助長了她們的中國意識。


� 引自彭小妍〈巧婦童心——承先啟後的林海音〉，收錄於李瑞騰、夏祖麗主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頁117，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年12月初版。


� 如歐陽子（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碩士）、簡宛（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教育碩士）、陳少聰（愛荷華大學英國文學碩士，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喻麗清（曾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中文）、洪素麗（紐約國家藝術學院習畫）、李黎（普度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蓬丹（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學院結業）、戴文采（旅居美國從事室內設計）等人皆屬於這類女性作家。


�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與〈我們需要幾本書〉兩篇文章皆強調散文的語法應求新求變，並批駁中文系的教育、女作家的傳統以及五四新文學的餘風，都足以阻礙散文的現代化。


� 引自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之〈台灣女性作家與現代女性問題〉，頁246至247，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 引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七章〈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刊載於《聯合文學》，220期，頁50，2003年2月號。


� 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源起於西方，最初以報導文學的姿態出現於台灣七○年代，舉凡花、草、蟲、魚、海洋、土地，均在寫作的範疇中。


� 引自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五《散文批評》，頁101至102，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5月初版。


� 同上註，頁109至110。


� 引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七章〈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頁163，刊載於《聯合文學》220期，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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